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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企业城市内部空间分布及组织逻辑 

——以南京市为例 

李经成 黄春晓
1
 

（南京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中国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创新型企业是创新型经济的核心主体和创新要素的集聚载体。文章以南京市为例，获取 14521条创

新型企业 POI，综合运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Moran'sI 指数（双变量）、DBSCAN 聚类等多种空间研究方法分

析了创新型企业在城市内部的空间特征，并与普通企业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创新型企业在圈层分异、多心集聚、

轴向延展等方面呈现出与普通企业不同的特征；在规模上发生“大中企业在产业载体高度集聚，小微企业在中心城

区广泛分布”的错位格局；不同创新产业类型企业形成“专业化产业”全域园区集聚、“多样化产业”城区扩散集

聚、“知识密集专业化产业”城区园区集聚三种组织模式；创新型企业在城市内部空间分布的本质是企业外部空间

组织、企业内部需求决策、制度力量介入影响的复杂叠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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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和全球竞争格局不断变化，知识与创新替代自然资源和有形劳动生产成为创造财富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

泉[1]，先进国家 80%以上的生产率增长来自创新的贡献[2]。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已经由本世纪初的 46%增长至 2020 年的

60%[3]。党的十九大以来，以创新引领发展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发展共识。“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

设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而城市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载体与参与国际竞争网络的基本

单元[4]，以创新能力为主导塑造城市核心竞争力与核心功能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本轮地方“十四五”规划中 1，北京、深

圳、重庆、天津、南京、杭州、西安等城市都明确并强化了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上海、广州也提出积极培育壮大创新型企业，

以企业为主体，积极构建创新型经济形态成为了地方政府的一致选择。 

创新型企业（Innovative Enterprise）的概念源于“创新”，尚不存在统一的界定和标准。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使用先进技

术[5]、创新精神制度化[6]、内部组织[7]、企业竞争力的实现[8]等多角度对其进行了定义[9]。总的来看，创新型企业是一个相对的而

非绝对的概念，可以是任何规模、产权、行业、性质、发展阶段的企业，但具有创新能力、从事创新活动并以创新作为核心竞争

力是创新企业判定的共识[10,11]，“建立新的生产函数（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实现创造性破坏”[12]是其本质特征。 

创新活动虽然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但在空间上具有高度集聚和本地化的特征
[13]

。目前，创新型企业的空间研究主要可归纳为

三个方面的内容和特点：①从数据样本与研究尺度来看，部分学者使用数据量在几百左右的某类创新型企业作为研究样本，以宏

观行政边界作为基本空间单元探究创新型企业在国家[14,15,16,17]、省域[18,19]、城市群[20]等宏观尺度的分布规律与影响因素。随着企业

信息的可获取性不断提高与大数据方法的应用，使得城市内部的创新型企业空间特征研究成为了可能，有学者开始使用量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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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左右的创新型企业数据作为样本，研究城市内部企业微观集聚行为与分布特征[21,22]。②从创新型企业在不同城市集聚特点来

看，美国[23]、西班牙[24]及北京[25]等城市企业倾向于向中心城区和 CBD 集聚，而米兰[26]、伦敦[27]、巴黎[28]、上海[25]等城市企业更倾

向于分布在郊区的科技园区。近期对武汉
[21]
和广州

[22]
研究发现，企业整体空间格局表现出明显的圈层分异特征。③在创新型企业

分布影响机制方面，内城或都市区中心具有的物质、社会与文化环境，高知识、年轻人才的集聚被认为是影响创新型企业分布的

重要因素[29,30]，许凯将创新型企业的选址因素总结为路径依赖、社会网络、创新氛围三大理论[31]。 

目前学界对于创新型企业的空间研究仍以宏观尺度为主，数据样本量较小且空间分辨率较低，对于城市内部创新型企业空

间分布规律认知仍处于起步阶段，难以支撑城市政府科学构建创新型经济；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现有研究基本忽视了创新型企

业自身具有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多元复杂性，而将复杂概念的创新型企业降维为某一类创新行业或某一类创新型企业，既难以

描绘创新型企业全貌，也难以在实践中对创新型企业进行针对性引导；此外，创新型企业作为企业的一种特殊类型，现有实证在

探究创新型企业空间特征的同时，没有与普通企业分布空间形成对照，其研究结果往往混淆了企业分布的“共性”和创新型企

业的“个性”。 

本文对创新型企业界定采取实践主导的方式，将政府创新政策与经济产业界高度关注的“独角兽（及培育）企业”“瞪羚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四类企业的合集作为创新型企业样本，同时运用 POI 地理大数据采集普通企业空间

数据作为空间对照组，并结合多种空间分析方法，以不同视角探讨创新型企业在城市内部空间分布特征与规律，并解析相关形成

机制，为城市创新型产业空间发展及构建创新型城市提供理论基础。 

1 研究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本文选择我国创新城市与创新经济营建实践中具有代表性的南京市进行实证。一方面，南京自 2017 年提出创新名城战略以

来，政府积极构建城市创新经济，成立市委创新委，连续 4年发布以创新为主题的市委一号文，通过政策手段集聚大量创新资源
2，取得了显著成效。南京在Nature 发布的全球科研城市排名中从 2017年世界第 12位上升至目前世界第 8位、国内第 3位，在

联合国 GII 全球创新指数“最佳科技集群”排名中从2017 年全球 94位跃升至目前全球18位、国内第 4位，在科技部国家创新

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0）中列第四位 3，其综合创新能力位居中国城市前列。另一方面，南京加速培育以创新型企业为

核心的市场主体。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独角兽企业分别从 2017 年 1844、721、2 个跃升至 2020 年的 6500、

10042、15 个 4，创新型企业占总企业数量比例从 2017 年的 0.4%增长至 2020 年的 2.4%5，创新经济载体数量大幅增加，创新经

济结构持续优化。本文以南京市全域为研究对象（图1），研究区域总面积为 6587.02km
2
。 

1.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创新型企业工商注册信息数据和POI 数据。其中，独角兽（及培育）、瞪羚企业名单依据南京市创新名城委

员会颁布《2020南京独角兽、瞪羚企业（培育）名单》为准，高新技术企业名录通过天眼查网站（https://www.tianyan-cha.com/）

进行标签筛选，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录依据科技部火炬中心颁布的江苏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录 24 个批次选取 6。利用 Py-thon 以

企业名称作为索引在天眼查网站检索获取企业工商注册信息数据，主要包括：企业名称、注册时间、所属行业、企业注册地址、

企业规模、注册高新技术企业时间、注册科技型中小企业时间。数据采集时间点为 2021 年 5月 1日。利用地理编码技术通过高

德地图 API 接口，将企业注册地址转换为企业空间坐标，经过对数据进行纠偏 7、去重 8、筛选、投影转换等处理过程，最终形成

14521 条创新型企业数据，其中独角兽（及培育）企业111 个、瞪羚企业 310 个、高新技术企业 6855 个、科技型中小企业7245

个，最终坐标系为 WGS84 坐标系。作为对照，从高德地图开发平台采集南京市域公司企业类 POI 数据 37893 条 9作为普通企业数

据信息点，采集时间为 2021 年 9月 10日，共进行 2轮采集，结果数量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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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 

借助 ArcGIS 与 Python3.9 平台，使用全局 Mo⁃ran'sI 指数判断企业分布状态，使用双变量 Moran'sI 指数判断创新型企业

与普通企业相互关系，再通过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局部Moran'sI 指数对南京创新型企业总体空间格局进行定性与定量的

判断。最后将创新型企业数据按规模、行业类型进行划分，探讨不同创新型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特点。 

 

图 1研究区域与样本点分布示意 

其中，DBSCAN 聚类算法是本研究判断确定企业分布的聚类结构的重要手段，该算法可以在未知训练样本标记信息的情况下，

分析训练样本的属性与结构，把相似度高的训练样本集聚在一起，并识别出噪声点。以自调整（HDBSCAN）作为聚类方法，进行

多次调试后发现，当普通企业和创新型企业最少要素数为350、320 时，聚类效果最为理想。 

2 城市创新型企业空间分布特征 

首先，从聚类结果来看，两者都形成了多聚类集群，各聚类边界也较为清晰，其中创新型企业形成 9个企业聚类，聚类点总

和占企业总量 53.63%，而普通企业形成 11个企业聚类，聚类点总和占企业总量 54.33%。根据聚类所包括的企业数量，利用自然

断点法将其分为 3级后发现，普通企业在南京老城区形成超大型聚类，而创新型企业则不存在较大聚类。 

其次，标准差椭圆与核密度分析显示（图 2），普通企业与创新型企业空间分布范围与趋势具有一定相似性，但普通企业分

布范围远大于创新型企业。 

再次，从空间相关性来看，依据全局 Moran'sI 指数，普通企业与创新型企业都体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说明两类企业

分布均存在较强的空间集聚效应。依据局部 Moran'sI 指数的 LISA 统计（图 3），普通企业更倾向于 H-H 集聚分布，其网格占比

达 83%，占绝对主导地位，而相较之下，创新型企业 H-H 集聚网格占比仅为 53.90%，同时还有 30.98%的 L-H 集聚网格，且这类

网格基本与 H-H 网格的集聚区域衔接，即创新型企业除了集聚分布的特征，还有更为明确的边界性。 

最后，双变量 Moran'sI指数显示，两类企业在全局空间上存在一定耦合关系，其全局值为 0.247，为正相关。但从局部 LISA

图（图 3）可以看出，集聚模式呈现出一定圈层性：在主城区域两类企业分布密度基本呈正相关性，但在连片的 H-H 集聚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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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部分区域普通企业较少而创新型企业较多；在主城外围非集聚区域，则存在大量 H-L集聚区，这类区域有较多普通企业但创

新型企业较少。 

 

图 2南京市创新型企业与普通企业核密度分布与标准差椭圆 

 

图 3南京市创新型企业、普通企业、企业密度双变量LISA 集聚图 

综合各种空间分析，南京创新型企业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出“圈层分异、多心集聚、轴线组织”（图 4)的特征，而普通企业

也呈现出类似特征，两者在总体格局上确实存在一致性规律，但创新型企业空间分布模式绝非普通企业的低样本复刻或处于不

成熟阶段，而在圈层特征、集聚特征、外溢特征上具有鲜明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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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南京市创新型企业空间结构与空间模式图 

 

图 5南京市创新型企业与普通企业聚类识别结果与等级结构划分 

a.南京创新型企业 DBSCAN 聚类与等级结构划分 b.南京普注：考虑图片信息可见性，未对离散点进行可视化。 

2.1 圈层分异特征 

“圈层分异”特征中，普通企业呈现“中心—外围”圈层扩散特征，而创新型企业则在“老城—新城—市镇”三大圈层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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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高原—高峰—丘陵”三种创新型企业集聚形态（图6）。 

在“老城”圈层，由于历史悠久、开发完善、功能混合度高、路网密集，规划干预性不强，产业载体分散且规模较小，经常

以单个楼宇作为单元，创新型企业数量较多，但分布相对自由而均匀，具备一定“无边界”性和创新扩散现象，以街区、城区的

组织形式形成创新“高原”。如在鼓楼、玄武、秦淮等传统意义上南京老城区，创新型企业广泛且密集分布，核密度等高线较为

舒缓（图 2），但最高值仅为“较高”，不存在极高值，且 LISA 集聚类型以 H-H 集聚为主（图 3），同时不存在一级创新型企业聚

类（图 5），在双变量 LI-SA 中表现为大量的 H-H集聚网格（图 3），即普通企业数量多，创新型企业数量也多。 

在“新城”圈层，由于新城区具有较强的规划与蓝图属性，较老城功能混合程度较低、路网密度低，存在大量相对独立且完

整的产业用地与产业载体。该圈层创新型企业数量众多，但主要分布在各类产业园区，分布十分集中，具有较强的“边界性”与

“非扩散性”，以创新产业载体为形式形成“创新高峰”。从南京来看，建邺、雨花、江北新区、江宁东山新城、仙林主城、麒

麟新城等承载城市核心功能、以主城标准建设的新城区构成了第二圈层（图4），创新型企业的三大一级聚类均分布在该圈层（图

5）。这一圈层特征是创新型企业整体核密度值与分布范围均低于老城区，但所有“极高”值均出现于该圈层，核密度等高线密集

（图 2),LISA集聚类型同时具备大量 H-H集聚和L-H 集聚类型（图 3）。 

在“市镇”圈层，其城市规模较小且空间较为独立，不与主城相连，创新型企业在城市经济中心和外部工业镇（园区）集聚，

接近于主城一二圈层分布规律的弱化复刻，同时还有部分创新型企业散点状分布，以小城区+工业镇+散点企业的空间组织形式

形成“创新丘陵”。相对边缘的六合、溧水、高淳都市郊区构成了南京第三圈层（图 4）。其特征是创新型企业密度与数量均远

低于主城（图 2),LISA 集聚类型具备 H-H 集聚和 L-H 集聚的同时，还有大量 H-L 集聚类型散点状分布。由于该圈层散点状的创

新型企业与分布更为广泛的普通企业在同一网格中被计算，双变量 LISA 在这一圈层出现大量零散分布的 H-L 集聚网格（图 3）。 

2.2 多心集聚特征 

“多心集聚”特征中，普通企业以“一极多心”的集群与中心模式进行组织，而创新型企业不存在高度集聚的集群，整体是

去中心化多集群、多中心集聚模式。 

从空间集群格局来看（图 5），普通企业一般倾向于在主城区形成密度较高且连续的高度集聚企业集群，如南京主城区的普

通企业集群以 33.43%的企业占比成为了核心主体，而高淳、溧水城区等二级聚落仅占企业总数的 13.19%。 

创新型企业往往以去中心化集群进行空间组织，如南京 CBD—软件谷、新港—仙林、南京高新区三大创新一级聚落均不位于

一般意义上的城市中心，与普通企业集群模式形成鲜明对比，该组聚落也只占创新型企业总数 26.75%；二级聚落则为老城、百

家湖—地铁 1号线沿线、南京理工大学，占创新型企业总数 17.78%。 

核密度分析也体现出类似的特征（图 2），普通企业以老城中心作为集聚极，出现核密度最高值且连片分布；创新型企业则

在老城周边分散多点集聚，集聚性强而总值低，而在普通意义上的老城中心，企业分布总值高但集聚较低。 

从南京全域来看，老城圈层形成新街口、湖南路—山西路片区（鼓楼高新区）两大创新聚集区与江东软件城为核心的三心结

构；新城圈层则形成了由江北核心区、南京高新区（江北）、徐庄高新区、新港高新区、麒麟新城六大创新集聚区与建邺河西CBD、

新城科技园、雨花软件谷、南京生物科技谷、未来科技城五大高密度创新集聚点所构成的多核心体系（图 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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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南京市“老城—新城—市镇”三大圈层示意 

2.3 轴向延展特征 

“轴向延展”特征中，沿道路组织和快速交通向外辐射外溢是企业空间发展共性规律，但普通企业辐射外溢强度远高于创

新型企业，在轴向空间状态上也更接近于成熟与完善的发展阶段，可以作为未来创新型企业空间组织的参考与引导。除此之外，

创新型企业在中心城区围绕主要道路形成创新集聚轴线，但普通企业由于在中心城区企业密度过大，往往无法观察到明显的轴

线特征。 

就南京来看，创新型企业在南京市域分布构建出“一带五轴”的外溢空间结构（图 2a、图 4）。其中，五轴指：①连接禄口

空港、溧水新城、溧水老城、高淳创新集聚区的天禄大道—S123 轴线；②组织江宁创新型企业东西延伸集聚的G104 轴；③串联

起江北新区、六合的沿长江—江北大道快速路发展轴，是最为显著与成熟的创新经济轴线，也是未来南京发展的重心；④长江北

侧的沿长江—宁芜公路—G205 轴线；⑤串联起仙林大学城与镇江宝华、下蜀等产业镇，整体创新经济较为成熟，成为宁镇扬一

体化与南京都市圈等跨区域战略建设的重要经济联系支撑的 G312 创新走廊（宁镇公路）轴线。而将沿长江—宁芜公路—G205轴，

与老城创新高地，G312 创新走廊相连，则形成一条完整的沿长江南岸发展创新经济轴线，与江北的沿长江—江北大道快速路发

展轴相呼应，构成了沿长江创新经济带，契合南京“拥江发展”格局。在老城圈层，主要创新型企业集群则以“两横一纵”三条

创新集聚轴线为框架进行空间组织（图 4）。轴线主要以城市主要道路为依托，包括中山路—中央路—中央北路创新轴（纵）、新

模范马路创新轴（横）、汉中门大街—汉中路—中山东路创新轴（横）。 

创新型企业的“一带五轴”外溢结构在普通企业核密度中（图 2b）中更为清晰和成熟，特别是沿长江产业带相较创新带基

本成型，并出现连接禄口空港新城—湖熟—汤山的诚信大道—秦禄大道—S337产业发展轴。 

3 不同类型创新型企业空间分布特征与动因 

3.1 基于企业规模的分类观察 

南京创新型企业以人员规模 50人以下的小微企业为主体，占总样本的 83.73%。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规模

小微化更为明显，而瞪羚企业和独角兽（及培育）企业规模明显增大（图 7），佐证了企业创新发展依然需要规模支撑[32]。 

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图 8），不同规模创新型企业具有一定同质性，但不同规模企业依然展示出不同的空间偏好：大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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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倾向于分布在新城开发完善的产业载体，而小微企业在载体集聚的同时，也在中心城区分布。 

大中型企业作为发展的“金字招牌”，在招商和经营阶段会受到载体的关注与政策支持，可以有效降低生产运营成本，且生

产规模决定了自身对大型整体空间的需求；并且大中型企业往往具有较强产业带动能力，可以在周边集聚一批上下游或同类中

小企业，形成产业链与产业集群，进而有效带动载体发展，具有较强的产业主导性，因此，大中型企业往往与产业载体高度绑定。

而小微企业由于规模较小，很多企业无法达到载体所需求的“规模门槛”，但由于不产生噪音和污染，可以与城市其他功能在空

间上灵活结合，且其单位产值高，租金支付能力较高，可以承担在城市中心选址成本[31]。 

 

图 7南京市四类企业人员规模箱线图示意 

注：由于样本存在过大异常值，图片并未对异常值进行表达。 

南京大中型企业集聚热点出现在建邺、雨花、栖霞、江宁等新城区域和新城科技园、雨花软件谷、徐庄软件园、南京生物医

药谷、江宁高新区等新城产业集聚载体，而在老城与远郊市镇核密度值较低。创新小微企业除在以上区域载体普遍分布以外，在

中央老城圈层形成与大中型创新型企业错位发展的集聚格局。 

3.2 基于企业所属创新产业的分类观察 

从产业分布来看，南京创新型企业具有明显产业集中特征，科技服务类与信息技术类企业累计占比超过 65%。本文将现有创

新企业中基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划分的“所属行业”信息，结合国家与南京相关产业政策 10，重组划分为科技服务、信息技

术、新零售物流、高端制造、商务服务、传统制造业转型、能源化工、现代服务、生物医药健康九类创新产业。值得说明的是，

表中有部分产业在认知中属于传统产业，如餐饮业、传统制造业等，但事实上传统产业与创新产业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界限，更非

替代与对立关系，传统产业中的企业，也可以通过技术升级、模式创新实现创新发展与产业升级，即“没有无法创新的产业，只

有不去创新的企业”。 

依据九类创新产业空间分布特征可以总结为三类（图 9）：“专业化产业”全域园区集聚，“多样化产业”城区扩散集聚，

“知识密集专业化产业”城区园区集聚三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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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南京市不同规模创新型企业核密度分析与标准差椭圆 

第一类是以园区为载体，全域分散集聚的专业化产业——传统制造业创新转型、高端制造、生物医药、能源化工。这类企业

具有高度专业化的特征，并且往往具有大空间需求和产业链导向，个体体量较大，企业分布密度不高。其中高端制造类企业其资

本投入与产品利润显著大于传统制造业，付租能力较强，符合地方政府产业扶持导向，因而形成都市工业的空间组织模式，相较

之下传统制造业企业则会受城市型园区排斥，倾向于在远郊市镇集聚。 

南京该类企业分布较离散，其中传统制造业有着明显的远郊市镇偏好，集聚热点出现在溧水、六合、江宁的传统工业园区，

而在老城和新城片区零星分布；高端制造类企业在三个圈层广泛分布，且单点集聚程度不高，在江宁形成较为明显的集聚片区；

生物技术类企业与能源化工企业整体离散的同时具有较高的单点集聚性，生物技术类企业在新港汇智科技园、兴智科技园、南京

生物医药谷等产业园区形成集聚热点；而能源化工产业则在南京化学工业园区、溧水产业新城集聚，部分水电供应类企业则在城

区散状布局。 

第二类是城区为载体，圈层扩散集聚的多样化产业——现代服务、商业服务、零售物流类创新型企业，这类企业细分复杂，

产业边界模糊度高，难以进行明确界定，隶属于服务业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技术特征，并且规模不大，对城市环境和服务能力要

求较高，在建设完善的主城区域形成广泛而密集的分布，这类企业空间上形成了明显圈层结构，且与普通企业所形成的圈层模式

相接近。具有多样化特征的企业集聚所带来的知识溢出和高人才流动性进一步增强了不同细分行业的交流，使得行业跨界融合

趋势愈发明显，进一步增强了创新型企业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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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是专业化集聚的一种特殊类型，只在城区范围以园区高度集聚的知识密集型的专业化产业—信息技术类和科技服务

类企业。这类企业具有知识、人才、技术密集的特点，受益于园区集群内的知识溢出，企业间竞争程度和技术迭代程度都很强，

并进一步刺激企业持续进行创新。同时由于对人才素质要求较高，这类企业与城市中心关系紧密，最终倾向在城区产业载体中集

聚。南京该类企业空间分布在新城科技园、雨花软件谷、徐庄软件园等载体和白下高新区、南京高新区等区域。 

 

图 9南京市不同创新产业创新型企业核密度分析与标准差椭圆 

4 城市创新型企业空间组织逻辑 

创新型企业在城市内部空间中分布，本质是企业外部空间组织、企业内部需求决策、制度力量介入影响的复杂叠合过程。从

企业外部空间组织来看，创新型企业区位选择没有脱离传统的企业区位选择一般性逻辑，区位与地租理论依然可以解释其空间

分布特征，这也是创新型企业与普通企业产生“共性”特征的基础，但创新资源与品质服务空间的供给修正了原有的普通资源

集聚格局。从企业内部空间决策来看，创新型企业在自身偏好与特质影响下的空间决策使其在“共性”特征中展示出空间分布

的“个性”。从制度介入方面来看，围绕产业载体打造的创新激励政策重塑了空间资源分配格局，也直接改变了企业内部决策中

的“成本—收益”曲线[30]。 

4.1 企业外部空间组织逻辑 

4.1.1 基础基础：经典区位理论与资源选择 

创新型企业作为企业的一种特殊类型，并没有脱离企业选址的一般性逻辑，区位、交通、用地成本、市场等传统资源要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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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企业选址的基础因素。基于地租理论的城市圈层结构模型依然可以很好地解释企业圈层分异，广州、武汉等地也观察到创新

型企业形成明显的圈层递减现象[21,22]。以主要道路、河流作为扩张轴线是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资源辐射外溢的载体，是企

业依据轴向延展的前提；而由于超大城市普遍的多中心结构
[33]
，多心集聚也成为企业空间分布的共性特征（图4、图 5）。 

4.1.2 修正修正：创新资源与人本需求 

一方面，大学、研究机构等创新资源的分布与产业集群中的创新网络在传统区位理论外成为了新的影响变量。另一方面，创

新型企业与知识型人才深度绑定[34]，这种新的产业人群与传统的产业工人有显著区别，具有明确的生活指向、品质空间偏好、便

利服务依赖与文化氛围需求，这也使得品质空间、服务设施等人本需求因素进一步修正了原有的资源集聚格局。 

4.1.3 适配适配：产业空间形式与供给 

在资源分布之外，由不同的城建历史、城市结构、空间规划所决定城市不同圈层具有不同的产业空间形式和形态，这种产业

空间的分化供给适配于不同的企业主体类型。如南京较长的城建史使得南京老城圈层的产业载体分散且规模较小，形成了“中

密度、广泛分布”城区模式；新主城作为规划中的城市产业中心，营建了大量相对独立且完整的产业载体，但同时也具有较强的

城市属性，形成了“高密度、集中分布”的园区模式；而远郊城镇由于远离主城高能级资源，产业空间多以工业园区、工业镇进

行组织，形成“低密度、集中分布”的街镇模式。 

4.2 企业内部空间决策逻辑 

4.2.1 集集聚聚：创新资源依赖 

创新型企业对创新资源（人才、信息网络、公共服务与高校院所等知识源的距离）的依赖程度远高于普通企业[29]，创新资源

的集聚区位往往就是创新型企业的集聚区位。一般来说，创新资源的外溢速度远慢于普通城市资源，因此创新型企业沿主要道路

的空间外溢程度远低于普通企业辐射外溢程度（图 2、图4），而在聚类分布中，相对主城独立的溧水与高淳可以形成普通企业二

级聚类，但只能形成创新型企业三级聚类（图 5）。 

4.2.2 分化分化：多样化与专业化 

创新型企业依据其产业特征，分化为不同的集聚模式——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专业化集聚一般指集聚在一起的统一

产业内部不同企业之间通过模仿、劳动力流动、新思想传播等方式进行创新[35]；多样化集聚则认为大量不同产业的集中比同一行

业内部企业的集中更能促进创新和增长[36]。从本文实证结果来看，两者都对创新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依据创新型企

业的行业特征与空间集聚特征，可以归纳为：具有专业化特质的企业往往以园区为载体，全域分散集聚；具有多样化特质的企业

往往以城区为载体，圈层分布集聚；具有知识密集特征的专业化集聚在城区范围内以园区高度集聚的模式进行组织。 

4.2.3 弹性弹性：分散组织与灵活布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众创”“外包”等新产业模式与创新型企业研发、设计与生产深度结合，使该类企业在组织运营上

具有分散化的空间架构；同时，研发、生产与销售等各种环节的密切关联使创新型企业对空间功能多样性产生一定需求，并展示

出产业活动与生活居住、商业服务等功能的深度融合[34]。加之创新型企业以小微企业为主体，规模和固定资产较小，业务走向、

发展前景都具有不稳定、不确定的特征，“船小好调头”与“功能混合”的特征在空间上体现出明显的柔性、灵活与自由。 

4.3 制度力量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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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性空间理论认为，企业天生的逐利性使得企业会自动寻求空间上可以达成最高利润的点，这是企业选址的基本逻辑。

政府主导下的产业载体通过设置“创新门槛”阻碍普通企业、传统产业迁入，使得绝大多数普通企业在产业载体中失去空间选

择权；另一方面，高能级的产业载体通过政策力量集聚大量创新资源，并通过补贴、退税、金融支持、平台搭建等方式为创新企

业降低成本，使得创新型企业相较于普通企业获得不同的“成本—收益”曲线，进而使创新型企业与产业载体，特别是高能级载

体深度绑定。而产业载体与产业空间供给高度趋同，最终使得南京创新型企业呈现出不同于广州、武汉以及南京普通企业的“高

—中—低”密度圈层递减模式，以“中—高—低”的圈层模式进行组织。 

由于制度力量，创新型企业倾向于在产业载体中集聚，但产业载体的集聚却会对创新型企业所需求的街区氛围、休闲设施、

公共空间、文化设施和公园绿地[37]等要素构成的创新氛围产生不利影响。基于此，在创新氛围相对浓厚的中心城区内部会依托于

产业载体形成“去中心化”集聚的特征。 

5 结论与讨论 

随着创新经济成为新一轮城市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创新型企业成为了空间规划与治理的重要对象，目前研究对于创新型企

业在城市内部的分布特征认识深度存在不足，难以在实践中制定精准的引导策略。相较现有研究，本文在数据样本上采用四种创

新类企业作为总样本，较好地保证了创新型企业这一复杂概念的多元性，在研究尺度上聚焦城市内部空间，扩展了对该尺度下创

新型企业空间特征的认知，同时与普通企业形成对照，辨析企业分布的“共性”与创新型企业的“个性”，对不同规模、行业的

创新型企业空间分布进行特征总结与动因分析，并进一步完善了创新型企业空间组织的相关理论。主要结论如下： 

①创新型企业与普通企业具有相关性和空间分布共性的同时，在圈层分异、多心集聚、轴向延展等方面呈现一定差异性：

“圈层分异”特征中，普通企业接近于常见的“中心—外围”圈层扩散特征，而创新型企业则在“老城—新城—市镇”三大圈

层形成了“高原—高峰—丘陵”三种创新型企业集聚形态；“多心集聚”特征中，普通企业以“一极多心”的集群模式进行组

织，而创新型企业不存在高度集聚的集群，整体是去中心化的多心集聚模式；“轴向延展”特征中，两者都沿城市主要道路向外

部辐射，但普通企业辐射强度远高于创新型企业。 

②从规模来看，大中型企业倾向于在新城开发完善的产业载体集聚，而小微企业倾向于中心城区分布。 

③从创新产业类型来看，可以划分为“专业化产业”全域园区集聚、“多样化产业”城区扩散集聚、“知识密集专业化产

业”城区园区集聚三种组织模式。 

④从空间组织的内在逻辑来看，创新型企业在城市内部空间分布的本质是企业外部空间组织、企业内部空间决策、制度力量

介入的复杂叠合过程。企业外部空间组织中，经典区位理论与资源选择是基础，创新资源与人本需求的空间对传统资源集聚格局

进行了修正，不同产业空间的形式与供给直接适配企业需求。企业内部空间决策中，创新资源依赖决定其集聚特质，行业多样化

与专业化差异使其空间分化，创新型企业的分散组织与灵活布局特征让创新型企业空间具有高度弹性。制度力量介入使外部创

新资源集聚与企业自身的“成本—收益”曲线发生变化，最终使创新型企业与政策影响下的产业载体高度绑定。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本文以南京市为例进行相关研究，研究结论对于人才浓度高、科技实力较强、工业基础较好的中心城

市来说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与广州
[21]
、武汉

[22]
等城市的情况相比，创新型企业在城市内的整体分布特征具有相似逻辑，但受到城

市发展历史、城市自身空间结构、传统与创新资源空间分布等要素差异影响，会在空间特征的具体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如两地

圈层结构类似于“高—中—低”模式；多心特征中，武汉是“一极多心”布局，广州则为“中央三心高度集聚，不存在其他中

心”，与南京“多心无核”的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创新型企业在不同城市的具体空间布局模式有待更多研究相互补充完善。 

创新型企业遵循普通企业的空间分布规律的同时，自身的创新特质又赋予了其空间易变性和区位选择的弹性。而随着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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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新经济的发展，创新型企业有可能剥离与普通企业的空间共性，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全新的特点，甚至重塑城市的产业空间

格局。因此，在创新经济的导向下，我们必须重新理解创新型企业与城市空间、产业空间的互动逻辑。本文通过创新型企业点数

据来反映城市内部创新型企业空间分布规律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这种基于静态截面数据的研究对创新型企业的易变性、网络

性有所忽视。后续研究将聚焦其空间变化特征与时空序列特征，对动态视角的空间特征与影响机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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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int/edocs/pubdocs/zh/wipo_pub_gii_2020.pdf；科技部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排名：《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

告 2020》 

4(1)数据来源：https://docs.qq.com/pdf/DWGtMcFdzcVVhUkxG 

5(2)数据来源：依据政府公示数据，2017 年企业主体数量为59.23 万个，2020 年企业主体数量为68.5万个。 

6(3)独角兽瞪羚企业名单来源：http://fgw.nanjing.gov.cn/njsfzhggwyh/202106/t20210609_2963847.html；科技型中小

企业名单来源：http://www.chinatorch.gov.cn/ 

7(4)纠偏算法来自 Github:https://github.com/wandergis/coordTransform_py 

8(5)去重：指部分企业可以同时具有独角兽（及培育）企业、瞪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四种企业类型中多

种性质，此时以独角兽（及培育）、瞪羚（培育）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优先级进行统计，仅计算一次。 

9(6)本企业数据内部实际上包括部分创新型企业，现有技术手段无法完成对创新型企业的精准剔除，但数据集依然可以体

现南京普通企业的空间分布一般特征用以对照。 

10(1)政策文件：国务院《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南京市政府《加快推进全市主导产业优化升级的意见》、南京市

政府《南京市推进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 


